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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基于两次全国性社区调查，探讨村 “两委”干部 “一肩挑”制

度对项目进村的影响。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一肩挑”制度对项目进村有显著的

负向作用。验证这对关系后，我们进一步研究村庄是否有大姓以及是否设有议事会

这两个因素如何调节“一肩挑”制度对村庄项目获得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大姓

作为社会机制和议事会作为正式制度安排都会降低 “一肩挑”制度对项目进村的负

向作用，且前者的影响是显著的。文章最后的讨论指出，“一肩挑”制度对项目进

村之所以有影响，可能是通过“关系机制”和“合法性机制”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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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 论

近年来，项目制是中国社会学研究中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之所以能吸引众多学

者的兴趣，是因为项目制被普遍认为是当今中国重要的治理体制 ( 渠敬东，2012;

周飞舟，2012) ①，是在现行财税制度下国家实现转移支付的重要方式，是一种新的

“技术性管理手段” ( 折晓叶、陈婴婴，2011) 。除了这些有关项目制的总体性探讨，

研究者还广泛走进田野，开展实地调查，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观察。

通过项目制这一棱镜，我们可以了解各级政府的行动逻辑，看到基层社会的冲

突与博弈。例如，陈家建 ( 2013) 认为项目制可以重构科层体系，使政府内部动员

由“层级动员”转为“多线动员”。付伟和焦长权 ( 2015) 的研究显示，在 “项目

治国”的背景下，乡镇政权由“悬浮型”走向 “协调型”，基层干部疲于为项目进

2

①

①

本文得到“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百层次’科研项目经费”的支持。
项目制已经被运用于各个领域，如农业生产 ( 龚为纲，2015 ) 、土地平整 ( 桂华，2014 ) 、社会服务 ( 管
兵、夏瑛，2015) 、精准扶贫 ( 李博，2016) 以及文化领域 ( 陈水生，2014)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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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跑腿办事”。李祖佩 ( 2013) 通过“接受型”、“争取型”和“捆绑型”三种项

目探讨了不同项目在农村社会造成的不同重构形式，提出项目制使中国农村形成了

新的“分利秩序”。尽管很多研究指出项目制存在各种缺点 ( 龚为纲，2015; 李祖

佩，2015; 李博，2016) ，甚至认为在逐利的逻辑下项目制促成了 “权钱结合”和

社会不平等 ( 黄宗智等，2014 ) 。但总而言之，大多学者在看到问题时，依然认为

在当前的制度安排下，项目对各级政府以及农村社会至关重要。

已有文献十分丰富，但多为田野观察，尚缺乏较能推及一般的定量研究。形成

这一研究现状的原因有二: 一是项目的 “发包” “打包” “抓包” ( 折晓叶、陈婴

婴，2011) 以及项目落地实施涉及复杂的过程，定性研究可以更好地把握其间的机

制; 二是缺乏相应的调查数据，学者常用的几大数据库多是针对个体所做的调查，

而少数有关社区的数据，一般又未有涉及项目的指标。在这一研究背景下，本文力

图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这一研究现状，利用新近可用的两次全国性社区追踪调查数据

来研究村庄项目获得的情况。本研究关心的解释变量是当今各地正在推行的 “一肩

挑”制度———村支部书记与村委会主任由同一人担任的安排。如果说项目获得是村

庄从国家获取资源的主要方式，而“一肩挑”又是日渐流行的制度设计，那么探讨

后者对前者的影响会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研究结果也将具有政策启示作用。

二、“一肩挑”制度与项目进村

项目对村庄而言往往意味着资源。项目进村一般可以提高公共产品的供给，给

村民带来福利。那么，什么样的村庄更有可能获得项目? 上级政府按照哪些原则分

配项目? 这些问题在文献中均有所探讨，学者们曾提及一些村庄内外因素的影响。

应小丽 ( 2013) 在田野调查中观察到，有领导蹲点的村庄更有可能获得项目，因为

蹲点干部为体现他们在服务期间的贡献，会积极为村庄联系项目。不少学者看到村

庄的资源禀赋在项目获得上的作用，指出地方政府往往不是按照需要原则分配项目，

而是将项目拨给最有可能完成任务的村庄 ( 折晓叶、陈婴婴，2011) 。这一做法事

实上导致了项目分配及村庄发展上的 “马太效应”: 项目 “大村”更有可能获得项

目，村庄也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 应小丽、钱凌燕，2015 ) 。有学者认为规定配套资

金是上级政府在分配项目过程中采取的甄别机制 ( 狄金华，2016 ) ，而这也反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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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禀赋的重要作用，因为通常只有那些发展较好的村庄才有可能筹到配套款项。

更多学者的研究指出村干部在争取项目过程中的作用，特别强调村干部与上级

政府之间建立良好关系的重要性 ( Tsai，2002; 应小丽，2013; 刘成良，2015; 谢

丽丽，2016; 孙新华，2016) 。因为关系是传递信息的桥梁，村干部与上级政府保

持良好关系，有利于他们及时获取相关信息，及早做好项目申报准备。另外，关系

也意味着影响力 ( Bian，1997) 。村干部与上级政府 “关系好” “感情好”，使上级

官员在项目分配时对这些干部所在的村庄有着更大的选择偏好。另外，村干部的能

力也是影响项目进村的重要因素。村干部能力强，能够顺利完成任务，上级政府更

有可能将事关政绩的项目分配给这些干部去落实 ( 折晓叶、陈婴婴，2011) 。所以

可以说，村庄项目在很大程度上是村干部 “跑”出来的。也正因为项目获得与村干

部 ( 特别是“一把手”) 密切相关，项目运作因而带有强烈的私人色彩，并可能阻

碍村庄公共性的发育 ( 李祖佩，2013; 孙新华，2016) 。

也有一些研究者敏锐地观察到，村干部对项目并不总是积极拥抱的。这是因为，

大部分项目，不管是竞争性还是半竞争性的，都需要村庄配套资金才能获得。而配

套资金的投入可能使村庄深陷集体债务的泥潭，继而令干部四处躲债 ( 周雪光、程

宇，2012; 周雪光，2017: 301—338 ) 。江亚洲 ( 2015 ) 甚至观察到，即使那些看

起来对农民完全有益的半竞争性项目，村庄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拒斥，因为项目

的引入有可能破坏原有的乡村秩序，甚至引发矛盾冲突。所以，村干部面对上级政

府设立的一些项目，往往采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刘成良 ( 2015) 也看

到，在很多村庄，特别是那些合并后的大村，干部面对着庞大的村庄人口力不从心，

于是按“不出事的逻辑”行事，而不是以发展村庄作为行政的首要目标。

从以上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村干部的政治联系及其 “跑项目”的意愿对项

目进村至关重要。一方面，好项目对村庄而言更具资源意义，因而竞争更激烈。一

个村庄能否得到项目，往往取决于这个村庄的干部是否有足够的政治联系。另一方

面，有些项目给村庄特别是给村干部可能造成负累 ( 比如需要准备配套资金、投入

巨大的精力) ，因而即便村民可以通过项目获得一定好处，村干部却没有意愿去

争取。

但是，已有研究在看到村干部的个人特质对其政治联系及 “跑项目”意愿的作

用之时，没有重视制度安排可能产生的影响。本文研究的日益流行的村 “两委”干

部“一肩挑”的设计，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安排。“一肩挑”这一设置，主要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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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村“两委”干部之间的冲突、提高村庄行政的效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

施以来，民主选举成为村民和基层官员所接受的乡村干部选拔规则。大众选举为村

委会主任提供了合法性来源，使他们中不少人认为自己是村庄真正的 “一把手”，

从而敢与由乡镇党委任命的村支部书记分庭对抗、争夺村务运作的主导权。因而，

村委会主任与党支书之间常常关系紧张，互相拆台，甚至暴力相对。“一肩挑”的

制度安排意在通过交叉任职化解两个职务之间的矛盾 ( 徐增阳、任宝玉，2002) 。

“一肩挑”的实现方式主要有两种 ( 刘宏明，2011; 徐增阳、任宝玉，2002 ) 。

一种是“威海模式”，即要求党支部书记与支部成员都参加村委会选举，如果支部

书记不能在选举中胜出，则按照党内选举程序，将是党员的新村委会主任调整为党

支部书记。如果当选的村委会主任不是党员，则积极发展其入党。另一种是 “顺德

模式”，即是在村委会选举中通过引导努力实现党支部书记当选为村委会主任，其

他党支部成员当选为村委会其他成员。不管哪种实现形式，“一肩挑”这一制度安

排导致了两个客观后果，可能影响村庄的项目获得。

首先，“一肩挑”制度通过交叉任职、合二为一的方式，减少了村干部的数量。

如果我们假定每个村干部或多或少拥有一定的政治资本，即联通上级政府官员的关

系资源，那么“一肩挑”制度通过减少村干部的数量降低了一个村庄村干部群体的

政治资本存量。如果说村干部的关系资本是他们能为村庄争取到项目的关键，那么

从这一角度看，实行“一肩挑”就会降低项目进村的可能。其次，“一肩挑”使村

庄权力集中，并通过民主选举的形式增强了村支部书记治理村庄的合法性，而这可

能影响村干部争取项目的意愿。一方面，实行 “一肩挑”后，村庄正式权力集中于

一人，不存在过去“两委”“一把手”为了争取村民的支持而竞相为村庄谋福利的现

象，而在当前的一个表现形式就是通过“跑项目”改变村容村貌。另一方面，在“一

肩挑”这一制度安排下，村支部书记除了拥有通过自上而下任命产生的合法性，也通

过民主选举的方式获得了自下而上的合法性。根据已有研究表明，村民选举使村委会

主任更有可能挑战上级政府的权威 ( Manion，1996) ，我们可以类似地推测“一肩挑”

这一制度可能使村支部书记拒斥那些带有 “钓鱼”性质的、容易导致集体债务的项

目，这在客观上也会降低村庄获得项目的可能性。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 实行“一肩挑”会降低村庄获得项目的可能。

但是，农村社会是一个系统，因而一种制度的影响可能为其他制度和安排所冲

抵。也就是说，“一肩挑”作为制度安排实际发挥的作用可能受到其他因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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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那些因素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在中国农村，宗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非正式

制度，而宗族在很多时候是指村里的大姓。已有研究观察到宗族对村干部的行政行

为有影响，指出宗族对村庄公共产品供给的正向作用。如肖唐镖 ( 2002) 的调查显

示，大部分民选村干部来自大房大姓，因而宗族可以直接影响村庄权力的构成。蔡

晓莉 ( Tsai，2002) 在山西、河北、江西和福建四个省共 316 个村庄所做的调查显

示，宗族是公共项目的重要组织者，它能吸引更多的支持以开展项目。徐轶青和姚

洋 ( Xu ＆ Yao，2015) 的研究检验了宗族提高公共产品供给的机制: 有凝聚力的宗

族 ( 他们指的是村庄中第一和第二大姓) 有助于村庄破解集体行动的困境，使村干

部能从村民那里募集足够的资金以开启项目 ( Tsai，2002) 。这一作用机制同样适用

于需要配套资金的项目争取: 村里有大姓，更有可能募集到配套资金，因而可以提

高“一肩挑”的村干部“跑项目”的意愿。于是，我们提出假设 2:

假设 2: 村庄中的大姓可以降低 “一肩挑”制度安排对项目获得的负向影响。

除了宗族这一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很多农村中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正式制度安

排———议事会。议事会这一设置，意在提高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 ( 彭大鹏，

2011) ，促进村庄民主参与的制度化 ( 甘庭宇，2012) ，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一肩挑”干部的行政行为，预防村庄正式权力过于集中带来的不利影响。如果说

项目进村在总体上有利于村庄的发展和村民的福利，但有可能给村干部带来额外的

工作与麻烦①，议事会成员在进行 “一事一议”时更有可能从公共产品提供的角度

出发，而不是主要为“一肩挑”干部工作的难度着想，更可能支持项目申报，并为

筹集配套资金做出贡献 ( 尹利民、全文婷，2014) 。因此我们提出第三个假设:

假设 3: 村庄设有议事会可以降低 “一肩挑”制度安排对项目获得的负向影响。

三、模型、数据与变量

( 一) 模型设定

本研究关注“一肩挑”政策对项目进村的影响，二者的关系可以用以下离散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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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虽然周雪光 ( 2017) 同其合作者 ( 周雪光、程宇，2012) 的研究指出，“村村通”项目的实施导致了村庄
集体债务的高筑，但他们亦承认这一项目在客观上为村民提供了便利。



择模型来刻画:

Pi = 1［β·Xi + γ·COHi + ui ＞ 0］ ( 1)

其中，Pi 表示村庄 i 是否承接上级政府的项目，Pi 取值 1 表示承接项目，取值

0 表示没有承接。COHi 表示村庄是否实行村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 “一肩挑”，取

值 1 表示实行，取值 0 表示未实行。Xi 包含了可能影响项目获得的各种控制变量，

如村庄的规模、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情况、现代化程度等社区层面特征，也包括社

区干部的收入和学历等个人特征，以及其他一些变量。ui 是误差项。

在模型 ( 1 ) 中，COHi 解释变量也是二值虚拟变量，其决定过程可以用方程

( 2) 来刻画:

COHi = 1［δ·Zi + vi ＞ 0］ ( 2)

其中 Zi 是可能影响“一肩挑”的一系列变量，vi 是误差项。通常可以假定模型

( 1) 和模型 ( 2 ) 的误差项 ui 和 vi 均为标准正态分布 ui ～ N ( 0，1 ) ，vi ～ N ( 0，

1) 。如果误差项 ui 和 vi 不相关，则 COHi 为模型 ( 1) 的外生变量，模型 ( 1) 可以

用单变量 Probit 模型来进行估计。但如果误差项 ui 和 vi 相关，则 COHi 就变成模型

( 1) 的内生变量，用单变量 Probit 模型估计模型 ( 1 ) 就存在内生性偏差。此时，

不失一般性，假设:

ui = ρvi + εi ( 3)

其中，ρ 是误差项 ui 和 vi 的相关系数，εi ～ N ( 0，1 － ρ2 ) 。

本文中内生性的来源主要可能由遗漏变量导致，即有可能存在一些不可观测的

因素同时影响村庄获得项目的可能和村庄实行 “一肩挑”的概率。例如村干部的能

力，这一因素很难通过调查测量出来①，但却有可能同时影响村庄是否实行 “一肩

挑”以及村庄获得项目的可能。一个村干部的能力越高，则越有可能同时获得群众

和上级政府的青睐，一肩挑起书记与主任二职。另外，村干部的能力越高，则越有

可能通过积极运作将项目引进村庄。

要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在与解释变量 COHi 相关的因素 Zi 中如果有与模型

( 1) 的误差项 ui 不相关的变量，则可以作为工具变量，利用最大似然估计 ( M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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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模型 ( 1) 、模型 ( 2) 、模型 ( 3) 联合进行参数估计，则可以得到参数 γ 的一致

估计量。这一估计原理与双变量 Probit ( Biprobit) 模型的估计原理是完全等价的，

因此可以采用在双变量 Probit 模型中引入工具变量来进行估计。

( 二) 数据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于 2015 年和 2017 年所做

的“中国城乡社区治理调查”。我们合并了两年的调查，形成一个混合截面数据。

两轮调查均采用分层、三阶段与规模度量成比例 ( PPS) 的抽样设计，搜集到全国

29 个省 ( 自治区、直辖市) 、363 个县 ( 市) 中的 1417 个社区的数据，数据在全

国、城镇、农村层面均具有代表性。在 1417 个社区中，居委会占 701 个，村委会有

716 个。该调查搜集了村 ( 居) 委会多方面的信息，包括社区基本情况、公共服务

设施、社区经济、社区治理、环境卫生、社会保障、教育文化和基层法治等。社区

问卷由调查员访问村 ( 居) 委会的书记、主任、副书记和副主任中任意一人后填答

完成。根据研究需要，本文只保留了农村社区样本，并剔除了主要变量存在缺失值

的案例，最后有效样本数为 1234 个。

( 三) 变量

1. 被解释变量

本研究关注的被解释变量是村庄的项目获得情况。2015 年调查问卷中询问了

“2014 年社区共承接上级政府开展的各类项目数”，2017 年问卷中询问了 “2016 年

社区共承接上级政府开展的各类项目数”，基于这两个问题我们构造了一个虚拟变

量“项目获得”: 如果 2014 年或 2016 年村庄承接的项目数量大于 0，则该变量定义

为 1，否则为 0。我们使用混合截面数据加以统计，结果显示两年中至少有 1 年承接

了项目的村庄占比为 51. 1% ( 见表 1) 。

2. 解释变量

本研究最关注的解释变量是 “一肩挑”制度。根据问卷中 “是否实行书记、

主任一肩挑”这一问题，我们构造一个虚拟变量，实行 “一肩挑”的样本定义为

1，否则为 0。总体而言，样本中实行了 “一肩挑”的村庄比例为 30. 6%，但这一

比例在不同省份有较大的差异，如表 1 所示，实行 “一肩挑”的村庄比例最低的

是江西省，占比为 0 ; 最高是湖北省，比例为 93%。占比上存在的差异主要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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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推行 “一肩挑”的力度有关。在有些省份， “一肩挑”政策通过自上而下的方

式得到了推广。2002 年 7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文 “提倡拟推

荐的村党支部书记人选，先参加村委会的选举，获得群众承认之后，推荐为党支

部书记人选; 如果选不上村委会主任，就不再推荐为党支部书记人选”。这一文件

被地方视为中央政府对地方实行 “一肩挑”的肯定，一些省份开始鼓励普遍推行

“一肩挑”政策，很多市县甚至把追求高 “一肩挑”比例作为村委会选举成功的

重要指标，用一刀切的方式推行 “一肩挑” ( 史晓晖，2010 ; 苏鹏华，2012 ) 。一

些市县为了提高 “一肩挑”的比例，采取了运动式政策执行的方式，通过自上而

下的行政压力实现目标 ( 四川省委农村工作委员会乡村治理指导处，2017 ; 曹显

钰、赵利淮，2004) 。

表 1 各省份“一肩挑”的比例 (%)

省份 实行“一肩挑”的村庄占比 省份 实行“一肩挑”的村庄占比

北京 56 河南 57

天津 33 湖北 93

河北 13 湖南 29

山西 29 广东 82

内蒙古 35 广西 7

辽宁 40 海南 79

吉林 51 重庆 4

黑龙江 37 四川 3

上海 20 贵州 6

江苏 26 云南 37

浙江 3 陕西 15

安徽 18 甘肃 8

福建 9 青海 9

江西 0 宁夏 55

山东 54

3. 控制变量

根据已有文献，我们将可能影响村庄项目获得的因素加以控制。本文的控制变

量分为三类: 社区特征变量、村干部特征变量和其他变量。社区特征变量包括社区

的占地面积、户籍人口数、村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村庄的现代化程度、村庄是否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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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特色产业、村庄是否有政府扶持产业、村集体的收入以及是否有负责扶贫的第一

书记等。其中，村庄的现代化程度是一个合成指数，我们利用村庄是否通电、电话、

电视和宽带四个变量加总合成一个衡量村庄现代化程度的指数①。村干部特征变量

有两个，一是“两委”工作人员的人均月工资 ( 包括补贴) ; 二是书记的学历，定

义学历在高中以上的为 1，否则为 0。除此之外，由于不同村庄具有不同的经济发展

程度，可能影响其获得项目的概率，因此我们控制了村庄所在各省份 2016 年的

GDP。考虑到西部省份由于政策倾斜的因素可能更容易获得项目，所有模型控制了

村庄所在地区处于西部的虚拟变量。最后，由于本研究使用的是混合截面数据，因

而我们进一步控制了数据收集年份的时间固定效应。

4. 工具变量

为解决“一肩挑”与项目获得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我们需要一个与村

庄是否实行“一肩挑”政策相关，但与 ( 1) 式中的误差项不相关的工具变量。本

研究选取“上级是否对书记、主任 ‘一肩挑’有明确要求”这一变量作为工具变

量，定义有明确要求的样本为 1，否则为 0，具体分析如下所述。

( 1) 工具变量的相关性。显而易见，如果上级对村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 “一

肩挑”有明确的要求，那么村庄实行“一肩挑”的概率就会加大，因此该工具变量

与解释变量之间应该具有高度相关性。在本文第四部分的实证分析结果中，我们看

到的第一阶段工具变量回归系数非常显著以及 F 检验的值大于 10 这一结果印证了我

们的猜测。

( 2) 工具变量的外生性。一个行政区域内是否规定实行村 “两委”干部 “一肩

挑”，往往是由较高层级政府 ( 如省级或市级) 所做出的决定，而村庄项目的分配

主体一般是乡镇或县级政府。因而，我们可以说 “上级是否对书记、主任 ‘一肩

挑’有明确要求”与村庄是否获得项目不相关，前者外生于后者。

5. 调节变量

本研究的两个调节变量是大姓和议事会。村里有大姓则该变量赋值为 1，否则

为 0。至于议事会这一变量，村中常设议事会，则该变量为 1，否则为 0。

本研究所涉及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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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描述 Obs Mean Std. Dev. Min Max

因变量

项目获得
2014 年或 2016 年承接上级政府开展的

项目数大于 0 赋值为 1，否则为 0
1234 0. 511 0. 500 0 1

自变量

“一肩挑”
实行书记、主任“一肩挑”赋值为 1，
否则为 0

1234 0. 306 0. 461 0 1

控制变量

面积 村庄的占地面积 ( 取对数) 1234 6. 045 3. 353 0 19. 047

户籍人口 户籍人口数 ( 取对数) 1234 7. 351 0. 783 4. 500 9. 798

人均可支配收入 村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 ( 取对数) 1234 8. 665 0. 913 0 11. 695

现代化程度 通电、电话、电视、宽带的情况 1234 2. 318 1. 586 0 4

特色产业 有特色产业赋值为 1，否则为 0 1234 0. 443 0. 497 0 1

政府扶持产业 有政府扶持产业赋值为 1，否则为 0 1234 0. 152 0. 359 0 1

集体资产 村庄的集体资产 ( 取对数) 1234 11. 202 5. 307 0 20. 212

集体债务 村庄的集体债务 ( 取对数) 1234 5. 951 6. 412 0 19. 114

社区收入 社区的各种收入之和 ( 取对数) 1234 8. 385 5. 434 0 18. 421

扶贫第一书记
有负责扶贫的第一书记赋值为 1，否则

为 0
1234 0. 241 0. 428 0 1

干部平均工资
“两委”工作人员的人均月工资 ( 包括

补贴) ( 取对数)
1234 6. 140 2. 092 0 10. 820

书记的学历 高中及以上赋值为 1，否则为 0 1234 0. 711 0. 454 0 1

省 GDP 各省 2016 年 GDP ( 取对数) 1234 10. 073 0. 759 7. 853 11. 300

西部 西部省份赋值为 1，否则为 0 1234 0. 288 0. 453 0 1

年份 2015 年赋值为 1，否则为 0 1234 0. 503 0. 500 0 1

工具变量

上级是否对 “一肩

挑”有明确要求
有赋值为 1，否则为 0 1234 0. 347 0. 476 0 1

调节变量

大姓 村庄有大姓赋值为 1，否则为 0 1234 0. 725 0. 447 0 1

议事会 村里设有议事会赋值为 1，否则为 0 1234 0. 820 0. 384 0 1

四、实证分析结果

接下来，我们看实证分析的结果。我们对全样本 ( 共 1234 个观测值) 做单变

量 Probit 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3 标明的第 ( 1) ～ ( 2) 列。第 ( 1 ) 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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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Probit 回归的系数，而第 ( 2) 列汇报的是边际效应。结果显示，实行 “一肩挑”

对村庄的项目获得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实行 “一肩挑”

的村庄获得项目的可能性降低 7. 09%。我们接着又做了双变量 Probit 模型的回归分

析，结果显示在表 3 的第 ( 3) ～ ( 5) 列。第 ( 3) 列是双变量 Probit 模型在第一

阶段的回归结果，表明工具变量 ( 即上级是否明确要求实行书记、主任 “一肩挑”)

对村庄是否实行 “一肩挑”有着显著的影响 ( p ＜ 0. 01 ) ，并且 F 检验的值为

12. 8①，这说明该变量是比较理想的识别变量。第 ( 4 ) ～ ( 5 ) 列是第二阶段的回

归分析结果，第 ( 4) 列报告了回归系数，而第 ( 5) 列汇报的是边际效应。根据双

变量 Probit 回归结果，我们依然得到“一肩挑”对村庄的项目获得有着显著的负向

作用。与单变量 Probit 回归分析得出的结果相似，实行 “一肩挑”的村庄获得项目

的可能性降低了 6. 1%。虽然，瓦尔德内生性检验结果显示，单变量 Probit 模型和双

变量 Probit 模型在回归结果上不存在系统性的差异。但引入工具变量依然有意义，

它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我们对 “一肩挑”这一变量内生性的顾虑，也增强了我们对

回归结果稳健性的信心。

从其他变量对项目获得的影响来看，回归分析印证了已有定性研究的一些发现:

( 1) 一些田野调查表明，项目往往不是按照需求进行分配的，而是那些基础条件更

好、更有可能促进项目成功的村庄，获得项目的可能性更大。表 3 的结果显示，拥

有特色产业、政府扶持产业、保有集体资产或者社区收入较高的村庄，都更有可能

获得项目; ( 2) 结果还显示，村干部的平均工资越高，村庄越有可能获得项目。这

可能是因为，“跑项目”需要时间和精力，村庄职务工资越高，村干部越有可能积

极申请项目，相应地村庄也更有可能获得项目。

表 3 “一肩挑”对村庄项目获得的影响
单变量 Probit 模型 双变量 Probit 模型

系数 边际效应 第一阶段系数 第二阶段系数 边际效应

( 1) ( 2) ( 3) ( 4) ( 5)

“一肩挑”
－ 0. 187＊＊

( 0. 0813)
－ 0. 0709＊＊

( 0. 0306)
－ 0. 547*

( 0. 306)
－ 0. 0610＊＊

( 0. 0310)

面积
－ 0. 0178
( 0. 0113)

－ 0. 00675
( 0. 00425)

－ 0. 00660
( 0. 0124)

－ 0. 0191*

( 0. 0112)
－ 0. 00322
( 0. 00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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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单变量 Probit 模型 双变量 Probit 模型

系数 边际效应 第一阶段系数 第二阶段系数 边际效应

( 1) ( 2) ( 3) ( 4) ( 5)

户籍人口
0. 0772

( 0. 0477)
0. 0292

( 0. 0180)
0. 0324

( 0. 0524)
0. 0837*

( 0. 0468)
0. 0147

( 0. 0101)

人均可支配收入
0. 0275

( 0. 0443)
0. 0104

( 0. 0168)
0. 0414

( 0. 0490)
0. 0296

( 0. 0434)
0. 0101

( 0. 00950)

现代化程度
－ 0. 0814
( 0. 0982)

－ 0. 0308
( 0. 0372)

－ 0. 163
( 0. 102)

－ 0. 105
( 0. 0996)

－ 0. 0385*

( 0. 0216)

特色产业
0. 241＊＊＊

( 0. 0766)
0. 0914＊＊＊

( 0. 0287)
0. 117

( 0. 0844)
0. 251＊＊＊

( 0. 0767)
0. 0473＊＊＊

( 0. 0173)

政府扶植的产业
0. 317＊＊＊

( 0. 117)
0. 120＊＊＊

( 0. 0438)
0. 0813
( 0. 130)

0. 320＊＊＊

( 0. 117)
0. 0491*

( 0. 0267)

集体资产
0. 0201＊＊＊

( 0. 00748)
0. 00761＊＊＊

( 0. 00281)
－ 0. 0160＊＊

( 0. 00787)
0. 0175＊＊

( 0. 00764)
－ 0. 000679
( 0. 00167)

集体债务
0. 00788

( 0. 00582)
0. 00299

( 0. 00220)
0. 00777

( 0. 00628)
0. 00890

( 0. 00580)
0. 00227*

( 0. 00129)

社区收入
0. 0156＊＊

( 0. 00729)
0. 00590＊＊

( 0. 00275)
－ 0. 00316
( 0. 00794)

0. 0153＊＊

( 0. 00724)
0. 00118

( 0. 00161)

干部平均工资
0. 0317*

( 0. 0188)
0. 0120*

( 0. 00709)
0. 0335*

( 0. 0199)
0. 0350*

( 0. 0187)
0. 00941＊＊

( 0. 00403)

干部的学历
0. 0292

( 0. 0824)
0. 0111

( 0. 0312)
0. 0722

( 0. 0909)
0. 0358

( 0. 0818)
0. 0159

( 0. 0183)

扶贫第一书记
0. 0193
( 0. 106)

0. 00732
( 0. 0400)

－ 0. 0497
( 0. 114)

0. 0256
( 0. 105)

－ 0. 00532
( 0. 0229)

省 GDP
－ 0. 105*

( 0. 0570)
－ 0. 0397*

( 0. 0215)
0. 00562
( 0. 0637)

－ 0. 107*

( 0. 0563)
－ 0. 0110
( 0. 0127)

西部
0. 168*

( 0. 0954)
0. 0636*

( 0. 0360)
－ 0. 817＊＊＊

( 0. 109)
0. 0771
( 0. 124)

－ 0. 126＊＊＊

( 0. 0280)

年份
－ 0. 0897
( 0. 313)

－ 0. 0340
( 0. 119)

－ 0. 102
( 0. 330)

－ 0. 143
( 0. 314)

－ 0. 0327
( 0. 0681)

上级对 “一肩挑”有明

确要求

0. 839＊＊＊

( 0. 0882)
0. 138＊＊＊

( 0. 0136)

常数项
－ 0. 146
( 0. 748)

－ 0. 977
( 0. 790)

0. 0300
( 0. 757)

最大似然函数值 － 815. 765 － 1483. 084

F 值 12. 8

瓦尔德内生性检验 P = 0. 2433

观测值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注: ( 1) 显著性水平: * p ＜ 0. 1，＊＊p ＜ 0. 05，＊＊＊p ＜ 0. 01; ( 2) 括号内的数字为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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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实证研究都显示实行 “一肩挑”的村庄，更不容易从上级政府部门获得项

目。但这一结论是否可能受到自变量异常值的影响? 正如我们在前文提到的，现在

有些省份极力推行“一肩挑”政策，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人为提高 “一肩挑”的

比例。根据相关报道，在湖北省， “一肩挑”的比例已经达到了 97. 3% ( 刘娜等，

2016) ，本研究所使用的“中国城乡社区治理调查”的数据，该省的这一比例虽然

略微较低，但依然高达 93%。同时，从表 1 可以看到，江西省被调查到的村庄没有

一个实行了“一肩挑”。过高的“一肩挑”比例以及没有实行 “一肩挑”的省份对

本研究而言，均属于异常值，因而有可能影响研究的结果。基于这一考虑，我们做

了稳健性检验: 在删除湖北省和江西省的村庄案例后，重新做了表 3 中的所有回归。

基于不同样本的回归结果比较体现在表 4 中。可以看到，“一肩挑”对村庄项目获

得的影响是稳健的，两个模型都显示“一肩挑”对项目进村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

表 4 稳健性检验结果

“一肩挑”的影响

单变量 Probit 模型 双变量 Probit 模型

全样本 － 0. 187＊＊ － 0. 547*

删除湖北、江西村庄后的样本 － 0. 230＊＊＊ － 0. 819＊＊

注: ( 1) 显著性水平: * p ＜ 0. 1，＊＊p ＜ 0. 05，＊＊＊p ＜ 0. 01; ( 2) 数字为回归系数。

在前文已经讨论到，村庄党政干部 “一肩挑”虽然有很多优点，但最大的缺点

是容易导致干部专断。不过，设立相应的民主制度以及发挥既有的社会机制的作用，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 “一肩挑”干部独断专行的倾向，比如村庄里常设的议事会

以及大姓的存在。如果一个村庄里有大姓，这个村庄很有可能还有相应的宗族组织。

已有的研究显示，宗族组织在中国农村社会中往往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对一个村

庄来说，向上级政府争取项目是公共事务，大姓中的宗族领袖很有可能会参与其中，

从而减少“一肩挑”干部独自决定是否申请项目的情况。另外，徐轶青和姚洋 ( Xu ＆

Yao，2015) 的研究指出，如果村庄 “一把手”来自本村中的大姓，该村的公共投

资更高，这是因为这样的村委会主任 ( “一肩挑”村庄里同时也是村支部书记) 更

有可能说服其族人助力公共项目，使村庄能够募集到足够的资金开启公共项目。推

论到项目进村，这样的村庄更有可能募集到项目所需要的配套资金。另外，大姓宗

族是蔡晓莉所说的团结群体 ( solidary group) ，能够给干部提供道德上的奖赏 ( mo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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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wards) ，从而使之更有动力为村民提供公共产品 ( Tsai，2007 ) 。在项目治国的背

景下，为村民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体现在更加积极地 “跑项目”，争取更多项目

进村。最后，从一个村庄的大姓走出来成为县镇干部的村里人，更有可能因为自己

亲房在村里，积极为村庄谋福利，其中之一表现为给村庄争取更多项目。因而，我

们在表 3 的回归模型中引入了大姓这一变量，看村庄是否有大姓如何同 “一肩挑”

的制度安排一起作用于项目获得。回归分析的结果见表 5。

表 5 中第 ( 1) ～ ( 2) 列显示①，在加入大姓这一变量后，“一肩挑”对项目

获得的影响依然是显著负向的，边际效应略有下降，但幅度很小。与我们的预期相

同，大姓对村庄项目获得的影响是显著正向的。有大姓的村庄更容易获得项目，在

获得可能性上比没有大姓的村庄高 7. 19%。那么大姓作为一种社会机制，是否会影

响“一肩挑”这一村庄制度安排对项目获得的影响呢? 于是，我们继续引入 “一肩

挑”与大姓的交叉项，然后再做 Probit 回归分析，结果反映在第 ( 3 ) ～ ( 4 ) 列。

我们看到，交叉项的作用是显著正向的，这说明大姓的存在会降低 “一肩挑”安排

对村庄项目获得的负向影响，“一肩挑”影响的边际效应变成 － 4. 5%②。

表 5 “一肩挑”与大姓对项目获得的影响
系数 边际效应 系数 边际效应

( 1) ( 2) ( 3) ( 4)

“一肩挑”
－ 0. 184＊＊

( 0. 0813)
－ 0. 0697＊＊

( 0. 0305)
－ 0. 495＊＊

( 0. 193)
－ 0. 187＊＊＊

( 0. 0721)

大姓
0. 190*

( 0. 0971)
0. 0719＊＊

( 0. 0365)
0. 0784
( 0. 116)

0. 0296
( 0. 0438)

“一肩挑”* 大姓
0. 377*

( 0. 210)
0. 142*

( 0. 0788)

常数项
－ 0. 0941
( 0. 750)

－ 0. 0132
( 0. 753)

最大似然函数值 － 813. 861 － 812. 241

观测值 1234 1234 1234 1234

注: ( 1 ) 本模型控制了表格 3 中的所有其他控制变量，囿于篇幅，在此不汇报这些变量的回归结果;

( 2) 显著性水平: * p ＜ 0. 1，＊＊p ＜ 0. 05，＊＊＊p ＜ 0. 01; ( 3) 括号内的数字为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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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因为以上分析显示，在对项目获得的影响上，“一肩挑”这一变量的双变量 Probit 模型的误差项相关系数
的 Wald检验不能拒绝 rho = 0 的零假设。因而，我们接下来的实证分析只采用单变量 Probit 回归模型加以
进行。
加入交叉项后，“一肩挑”的总效应 = － 0. 187 + 0. 142 = － 0. 045。



除了非正式的社会机制，常设的议事会这一正式的民主制度是如何与 “一肩

挑”共同作用于村庄的项目获得呢? 我们在表 3 模型的基础上先引入议事会这一变

量，做 Probit 回归，结果见表 6 模型 ( 1 ) 。我们发现，在控制了议事会这一影响因

素后，“一肩挑”对村庄项目获得的影响依然是显著负向的，边际效应与我们之前

所有的模型保持大体相当，为 － 7. 36%。我们接着将 “一肩挑”与议事会的交叉项

引入模型中，Probit 回归结果显示在表 6 模型 ( 2 ) 中。我们看到，引入交叉项后，

“一肩挑”对项目获得的负向作用依然是显著的，“一肩挑”对项目获得的影响的边

际效应从 － 7. 36%提升到 － 5. 32%①，所以议事会的设置可以降低 “一肩挑”在项

目获得上的负向作用，但是这一作用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表 6 “一肩挑”与议事会对项目获得的影响

系数 边际效应 系数 边际效应

( 1) ( 2)

“一肩挑”
－ 0. 195＊＊

( 0. 0812)
－ 0. 0736＊＊

( 0. 0304)
－ 0. 352＊＊

( 0. 157)
－ 0. 133＊＊

( 0. 0589)

议事会
0. 221＊＊＊

( 0. 0829)
0. 0834＊＊＊

( 0. 0310)
0. 160

( 0. 0991)
0. 0601

( 0. 0372)

“一肩挑”* 议事会
0. 212

( 0. 181)
0. 0798

( 0. 0680)

常数项
－ 0. 0953
( 0. 748)

－ 0. 0641
( 0. 750)

最大似然函数值 － 812. 256 － 811. 578

观测值 1234 1234 1234 1234

注: ( 1) 本模型控制了表格 3 中的所有其他控制变量，囿于篇幅，在此不汇报这些变量的回归结果; ( 2 )
显著性水平: * p ＜ 0. 1，＊＊p ＜ 0. 05，＊＊＊p ＜ 0. 01; ( 3) 括号内的数字为稳健标准误。

我们在以上的实证分析中，使用了不同的模型 ( 单变量 Probit 和双变量

Probit) ，控制了不同变量，并在不同的样本中开展了稳健性检验，都一致地验证了

“一肩挑”政策对村庄项目获得的显著负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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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加入交叉项后，“一肩挑”的总效应是 = － 0. 133 + 0. 0798 = － 0. 0532。



五、讨论与总结

在当今中国，党政干部“一肩挑”日渐成为地方政府治理村庄的政策选择，村

支部书记兼任村委会主任，村支部委员交叉任职村委会干部，这些现象日益普遍。

然而，目前有关“一肩挑”制度治理效果的文献多为政府工作报告，有些为简短的

调研感想，还有少部分属于学术研究。在那少部分学术研究文献中，一些是理论思

考 ( 徐增阳、任宝玉，2002; 陈涛、吴思红，2007 ) ，一些是定性的田野调查 ( 长

子中，2007; 唐鸣、张昆，2015 ) ，还有少许定量研究，但只是将 “一肩挑”作为

控制变量 ( Sun et al. ，2013; Xu ＆ Yao，2015) 。可以说，本文比较系统地将 “一肩

挑”这一制度安排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开展了定量研究。

“一肩挑”政策的影响众多，有好有坏。已有研究多在讨论这一制度安排能

否缓解村 “两委”干部之间的矛盾，是否有利于节约行政开支、提高行政效率，

以及会否导致书记 “一言堂”及其腐败 ( 徐增阳、任宝玉，2002 ; 陈涛、吴思

红，2007 ; 长子中，2007 ) 。本文探讨 “一肩挑”政策的一项意外后果，即这一

制度安排对村庄项目获得的影响。之所以关注这一关系，基于以下原因。首先，

项目制普遍被认为是当今国家治理的重要方式，项目进村是国家对农村实行反哺

及实现财政转移支付的重要途径。因而，村庄可否获得项目是其能否从国家获得

资源以实现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所以，研究 “一肩挑”这一广为地方政府引入的

政策对项目进村这一重要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影响，有着较大的现实意义。其次，

在已有关于项目制和项目进村的研究中，绝大多数文献是追踪具体项目过程的定

性研究，而较少有学者通过定量方法探寻更具一般化的结论，而这正是本研究的

目标。

为检验“一肩挑”对村庄项目获得的影响，我们使用 2015 年和 2017 年 “中国

城乡社会治理调查”的数据，借助不同的模型开展实证分析，结果都显示 “一肩

挑”对村庄的项目获得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我们通过使用工具变量的方法，并对比

针对不同样本所做的回归分析的结果，以增强读者对本文经验发现的信心。我们进

一步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非正式的社会机制和正式的制度安排可以降低 “一肩

挑”对村庄获得项目的负面影响，其中大姓作为社会机制的作用是显著的，而议事

会这一正式的制度安排虽有影响，但不甚显著。这有可能因为议事会的民主监督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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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本身可能受到党政干部 “一肩挑”的影响，比如，是否召集议事会成员进行 “一

事一议”申报项目可能受制于村支部书记的意愿。

为什么“一肩挑”会影响村庄的项目获得呢? 我们在文中提到了两个方面的影

响因素。一方面，实行“一肩挑”后，村里向上“跑项目”的人少了。已有不少实

地调研显示，村干部的人脉关系 ( 特别是与县镇干部的关系) 对村庄获得项目至关

重要。而关系的多少，与村干部的数量是直接相关的。村庄如果实行 “一肩挑”，

甚至鼓励两委交叉任职，会大幅减少村干部的数量。这虽然可以节约行政开支，但

同时，村干部数量的减少意味着能为村庄办事的人员变少，意味着村庄与上级政府

的关系存量可能降低。在理想情况下，更多村干部意味着更多条通向上级政府的关

系。而根据边燕杰 ( Bian，1997) 的研究，关系意味着信息和影响力。对村庄项目

获得而言，更多与上级政府保有良好关系的村干部意味着这个村庄可能接受更多有

关项目的信息，如项目的有无、申请的条件、可能的收益等，也意味着这个村庄更

有可能通过村干部的私人关系的运作而获得项目。① 如果其间的这一 “关系机制”

成立的话，实行“一肩挑”自然会降低村庄获得项目的可能。当然，这一关系机制

还有待将来的实证检验。

另一方面，实行“一肩挑”的村庄更不可能获得项目，也可能与村干部申请项

目的意愿有关。一般而言，项目分为竞争型和普惠型。普惠型的项目是自动分配到

各个村庄的，往往不需要经过特别的申请。相比，竞争型项目是需要村庄积极申请

的，这不仅与村干部的能力以及同上级的关系有关，还与他们 ( 特别是村委会主任

和村支部书记) 的意愿有关。竞争型的项目如果顺利完成会推动村庄的发展。但

是，这样的项目往往需要配套资金，还可能需要其他相应的投入。而根据周雪光和

程宇 ( 2012) 的研究，需要配套投入的项目，有可能使村庄走向集体债务的道路。

如果这样，村干部会生活在集体债务的压力下，或四处躲藏债权人的追讨，或借钱

还债勉强度日。正是有这一预期，一些干部害怕引入带有很多附加条件并需要很大

投入的竞争型项目，更别说“跑项目”了。而实行“一肩挑”后，村庄党政干部合

一，这可能从两个方面影响村庄的项目获得: 一方面，“一肩挑”后，原有村 “两

委”干部间的竞争不存在了，即“两委”一把手通过为村庄争取上级政府项目来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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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已有研究还显示，村干部数量的减少还使上级可资利用的用于维护社会稳定的基层干部的人数也在减少
( 邓燕华，2102) 。这也再次说明，我们在看到村干部减少的正功能之余，也应该看到这一现象的反功能。



村民邀功论赏，以增强自己的合法性①，可以按蔡晓莉所说的村干部在为村庄提供

公共产品时往往遵循最省事原则行事 ( Tsai，2002) 。另一方面，“一肩挑”使村支

部书记获得了额外的合法性来源。之前，他们由乡镇党委任命，合法性是通过自上

而下的方式获得的。而实行 “一肩挑”后，他们的职位合法性部分来自村民的支

持，是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获得的。这一额外的合法性来源，可能使村支部书记更

有底气对上级政府指派的要求配合的项目任务说不。如果 “合法性机制”的这两个

方面成立的话，实行“一肩挑”自然会降低村庄获得项目的可能。这一假说，非常

值得将来的研究跟进。

即便项目进村可能导致种种问题，如集体债务上升、村庄权力私人化，甚至灰

色力量得势，但大多研究者在总体上还是肯定项目获得对改善村庄基础设施和提升

公共产品供给的作用。“一肩挑”对项目获得固然有负向作用，但我们没有必要因

而完全否定这一制度安排。至于“一肩挑”对项目获得存在的不利影响，我们可以

通过正式与非正式的机制加以调节，比如本文所探讨的大姓这一宗族力量以及议事

会这一民主制度。我们的研究再次说明，改革是系统的，在推行一项政策时，不仅

应看到它的优点，也要考虑如何通过配套机制消解其不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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